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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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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和组合重构的过程。在技术层面

上，激进技术尤其是通用目的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关键因素，激进技术所组成的新技术系统及其对应的新部

门的创生与增长，成为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动力。其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及其成本的迅速下降是质变进

程加速的重要指示器。在制度层面上，与激进技术所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特征相适应的适宜性制度体系，

对引导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积累模式，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作为一个创造性与破坏

性并存的过程，生产力的质变并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和波动的。由于不同的激进技术及相应的新技术系统在

技术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时期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和内容也有所不同。随着产业部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

产力的质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激进技术甚至通用目的技术的叠加和协同，这就使质变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更为复

杂。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浪潮将从能源和信息两方面带来以绿色+智能为主旨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

形成不仅取决于创新的力度、方式和方向，还取决于关键制度和观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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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以及重要论述，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

了创新性发展；在政策上打通了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重大政策逻辑，指明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技术革命大背景下形成新动能的方向；在实践上对于短

期内克服预期转弱、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的负面影响，以及在中长期内稳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也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之后，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健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围绕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各界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当前已经进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竞争阶段，因而

· 新质生产力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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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三个重要的基础性判断：第一，从一

般意义讲，什么是生产力的质变？其判断依据或具体表征是什么？具体到部门、产业和行业上，

新、旧生产力如何体现？第二，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技术逻辑、制度

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什么特

点？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生产力质变在内容和进程上有无差异？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如何理解新

质生产力的本质和形成过程，还涉及如何把握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策

供给。

一、生产力变迁：数量、范围与组合

在经济思想史上，魁奈、萨伊、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以及李斯特等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

们对生产力与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有所论及，只不过他们或者仅涉及某种要素的生产

力，例如，魁奈提出的土地生产力、萨伊在讨论利息时提出的资本生产力，或者只是在国家生产

财富的能力意义上讨论生产力问题，例如，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概念。而能够把生产力的发展置

于历史进程中进行多维度刻画，并将其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产生逻辑联系进行系统分析的，只

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针对不同问题或出于不同目的，对生产力

这一范畴作出了多种表述，形成了有关生产力的一系列概念，例如，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社会

生产力、自然力等。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生产力的时候，都是基于人们“有目的

的劳动”的过程或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

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

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1］ 207-208生产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文明

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舍夫提出的卡尔达舍夫等级指

数，就是用人类获得、调用能量的范围标注文明等级。科技史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

发现、调用自然能源并使之为己所用的历史，从最初的人力、畜力等生物能形式到水力、风力、

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再到核能以及如今的各种可再生能源，人类对能源的利用方式不

断变化，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在诺斯、福格尔等经济史学家看来，理解经济变迁的必要前提之

一，就是要理解那些“导致物理环境被征服的革命性变化”［2］。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或

物理环境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不仅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分离，而且也使他们与前代人

有所不同。理解这种革命性变化就需要聚焦不断变化的知识存量，尤其是技术知识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但并不是孤立地考察生产力，更不是纯粹考察人与自然

的关系，而是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力量，通过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一定的生产

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

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

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 160这段话有三重含义：

第一，生产力可以并且应当从共同活动方式，进而从一定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其变迁。第二，生产

力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历史特定性和阶段演进性。第三，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在生产

力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新与旧的分野，与这种新旧变化相对应的是生产方式的

变迁。“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

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4］这为学术界考察生产力发生重要

变化乃至质变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即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生产方式的改变。 正如

鲍勃指出的，生产方式这一术语是卷入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的总称，而生产力则涉及这些要素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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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面［5］。
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种区分可以参考马克思关于“工

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的区分，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视角。狭义的生产方

式特指劳动组织方式，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按照给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形成的内部分工

形式。生产力在其中通过技术规律发挥作用，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上限，生产关系则决定了由谁

决策、组织和指挥生产。二者相辅相成，在微观层次上实现了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资源配置。广义

的生产方式，既可以看作是狭义的生产方式的加总，也可以看作是决定狭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条

件。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迁，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传导首先是生产力改变狭义的生产方式，进

而在社会范围内逐渐形成新的广义的生产方式，新的广义的生产方式又作为“普照的光”，为新

的狭义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条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

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 222是马克思的名言，然而这不代表一旦出现了手推磨和蒸汽磨这样的技

术发明，生产方式就会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直接生产过程或狭义

生产方式中的体现，是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数量、种类、范

围及其组合形式的变化：在劳动要素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对劳动技能和劳动分工的要求的

变化；在劳动对象方面，主要表现为劳动对象种类和范围的扩展，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利用和

改造的外界对象越来越多；在劳动资料方面，不断把劳动对象本身改造成人的手和脑的延伸，以

可累积的物质力量代替人的有限力量，无论从企业还是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过程越来越表现为一

个迂回劳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取自自然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作为客观要素，“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

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

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

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1］ 214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内涵和外延变化，更重要的是体现出

了三者的结合方式和内容的变化。李斯特［6］认为，生产力包含三种类型的资本：自然资本，如

矿产河流；物质资本，如机器工具；精神资本，三者的结合形成并决定了生产力的大小，且精神

资本是决定性的，它既包含了知识、技能和训练，也包含了产业、企业和政府制度。基于“把生

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7］的思想，最早提出创新理论的熊彼特将生产定

义为各种要素的组合，并指出“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意味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把东西和力量组合起来。”［8］ 18 特别是关于创新，熊彼特将其明确界定为 “五种新组合”：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

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8］ 76对技术创新的

研究也表明，能产生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新组合的发明，更有可能成为技术突破的来源［9］。由

此可见，政治经济学都十分强调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0］ 309，而且，这种变化必然

带来分工的变化。“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

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3］ 147就单个企业而言，“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

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

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10］ 200马克思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一定

性质的生产力对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是以劳动方式为中介而实现的”，而劳动方

式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分工［11］。这里所说的分工，既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企业内部分工，也包括社

会内部分工。前者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劳动方式的变化，后者表现为部门和产业的变化，尤其是新

部门与传统部门关系的变化。

5



杨虎涛，方敏 .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

综上，生产力的发展和变迁具有多个维度，涵盖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从内涵到外延的变化，

以及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或组合形式的变化。一方面，不能根据要素的数量、规

模、种类等变化来判断生产力是否发生了质变；另一方面，也不能根据要素的构成和比例以及劳

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因为这些指标仅仅体现了生产力的“量”的变化，而“质”的变化必须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从狭义的生产方式和广义的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这是政治经济

学把握生产力变迁脉搏的标准。

二、生产力质变的技术逻辑：新部门创生与激进技术

从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机器的发明和使

用通过改变狭义的生产方式，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机器和大工业的确称得上是决定由西

欧封建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生产力质变和革命的基础。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力

也在不断发展并不断影响着狭义和广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方式和社会内部分

工引起的部门和产业关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固定资本的更新

和折旧率的提高等，看作是资本积累率波动的“物质基础”［10］ 206-507，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

期性波动。马耶夫斯基和程兴［12］认为，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大周期的物质基础是需要长

时间和大量资金来生产的固定资产的损耗、更换和扩大。这些固定资产的更换和扩大不是平稳

的，而是跳跃式进行的。它的另一种表述是经济行情大周期。在康德拉季耶夫看来，固定资本和

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需要积累可贷资金。一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种投资，就会出现长期繁

荣。当可贷资金耗尽导致利率上升进而导致投融资成本上升时，繁荣就会结束并转变为长期衰

退。Delong［13］认为，1950—1985年，机器设备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

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他还指出，固定资本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不仅与宏观增长，而且也与微观

企业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从宏观角度来看，快速的机器设备投资积累与快速的生产率增长正相

关；在微观方面，伴随机器设备投资的技术经验积累是进一步开发或有效利用技术的必要前提。

固定资本投资与长波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否意味着固定资本投资可以成为生产力质变的指标

呢？显然，同一种固定资本的投资抑或是折旧的加快，或者只能形成产出的增加，或者是通过资

本周转加快提高积累率，这只能形成生产力的“量”的变化，但并不足以形成不同“质”的生产

力。“崭新的固定资产集中在第一个长波的上升阶段，……而从固定资产报废开始，便出现向长

波下降阶段过渡的特征，因为用相同类型的固定资产去代替报废固定资产没有带来多大的额外效

益。”［12］只有新的不同类型的固定资本的更换或者局部更新，才能形成新的使用价值，或者以不

同的方式去生产与过去一样的使用价值，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产投入的重组或流程再造。尤

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工业化赶超的过程中，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往往只是为工业化奠定基

础，这种投资可以形成生产力，但却谈不上是新质生产力。因此，观察生产力质变的关键指标并

不在于固定资本投资，而在于固定资本投资是否催生了新的技术，是否会带来要素的重新组合，

这就需要区分新旧固定资本所蕴含的不同技术。但通过固定资本所蕴含的技术的变迁去判断生产

力的质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科学、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关系，也关系到技

术的类型、适用范围和扩散途径。

对于技术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质性判断这类问题，主流经济学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理论

支撑。在罗斯托［14］ 685看来，对技术变迁这一长期内决定产量和价格最为重要的真正变量，已经

完全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之外。要通过技术的产生、扩散及其对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影响

去考察生产力的质变，更多地需要从马克思和熊彼特的传统，以及经济史的研究中去寻求启示。

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生活

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5］但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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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打算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角度去考察劳动资料的内容、功能及其

变化，而是着眼于技术变迁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单纯就技术变迁的具体内容而

言，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无法观察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力巨变。沿袭马克思从

生产方式视角考察生产力变化的传统，同时也为了使生产方式这一范畴获得一个具体的形态依

托，法国调节学派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同一过程的二重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

系再生产，解构为两个中间层次的概念：工业生产范式和制度形式。尽管赋予了工业生产范式这

一中间层次，但调节学派笔下的生产力的“质”仍是难以观察和测度的。工业生产范式仅仅只是

说明，一种新的生产力抑或是一种新的资本积累体系的形成，需要通过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来实

现，但对于生产力质变的进程、局部到整体的变化，该范式的参考价值仍然有限。

相较于调节学派的中间层次，从技术的具体形态上，新熊彼特学派为观察生产力的质变提供

了更丰富的分析视角。熊彼特认为，“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16］ 147沿袭熊彼特的传统，新熊彼特学派认为，经济增

长不仅是主流理论视角下的各种经济数据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某些“质”的变化，例如，新实体

的产生和结构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部门的创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工业生产范

式所指向的泰勒制、福特制等生产组织形态的结构变迁，都应成为生产力质变的题中之义。对于

如何观察新实体和新结构的变化，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则分为两种不同的进路：一是以多西、弗

里曼和佩雷斯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浪潮研究；二是由纳尔逊和温特等开创，经梅特卡夫和萨维奥

蒂等发展起来的结构变迁研究。前者全面关注新部门创生、生产组织方式、关键产品（投入）的

系统变化，后者则更聚焦新部门创生的微观基础和中观效应。

在卢桑、弗里曼和佩雷斯等对技术革命浪潮的研究中，不同工业阶段的标志性技术、关键投

入要素、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类型和生产组织方式均存在明显差异［17］。按照这种标准，他们对工

业革命以来的六次技术革命浪潮进行了多维度刻画，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浪潮

工业革命

第一次

工业革命

第二次

工业革命

第三次

工业革命

标志性技术

水力机械化时代：
珍妮纺纱机
（1764年）

蒸汽机械化时代：
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

（1831年）

电气化时代：
贝西莫钢轨厂（1875

年）；爱迪生纽约珍珠发
电站（1882年）

摩托化时代：
福特公司海兰特公园

工厂的装配线
（1913年）

信息化时代：
英特尔处理器
（1971年）

深度学习三巨头
获图灵奖
（2018年）

关键投入要素

棉花、生铁

煤炭

钢、铜合金

石油、

天然气、

合成材料

芯片、存储器

芯片、算法、

数据

主导产业

棉纺织、水轮驱动、

铁制品、漂白印染

铁路和铁路设备、
蒸汽机

钢制品电力设备、
重型机械

汽车、石油化工、
家用电器

计算机、电信设备、
微电子产品

机器人、智能电信设备、
智能装备制造

基础设施

水力机械、

收费公路、

运河、帆船

蒸汽动力、
铁路、电报

电气化钢轨铁路

自动化、
航空和高速公路

信息高速公路

人工智能、
区块链、物联网

生产组织方式

工场制

工厂制

泰勒制

福特制

精益生产、
柔性生产

平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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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划分，生产力的质变体现在标志性技术、核心投入要素、主导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

与之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上。但问题在于，第一，标志性技术、核心投入要素、主

导产业、基础设施以及与之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发展和支配地位的取得，如何于经济长

期波动中体现为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局部质变和经济质变？第二，在这一系列质变的表征中，

关键动力和主要指标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佩雷斯的解释是，一次技术革命浪潮可以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协同期和

成熟期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先是技术革命爆发，进入动荡的导入期。导入期之所以动

荡，不仅是因为新技术部门的投资狂热，更重要的是导入期的技术系统的耦合协同过程尚未完

成，技术系统不足以支撑资本的预期盈利，因而导入期的末期往往会伴随着一次结构性危机。结

构性危机的调整不仅会淘汰过剩、低效的企业，而且会伴随着制度的重组，从而为拓展期创造条

件。拓展期则意味着进入真正的新的长期增长周期，并持续到协同期直至成熟期，成熟期的后期

则意味着旧技术体系开始衰竭并孕育下一轮的技术革命。不难看出，佩雷斯所呈现的技术革命浪

潮，本质上是“一组”新技术生命周期的映射。罗斯托认为，弗里曼对二战之后美国合成材料、

电子行业和塑料行业的生命周期的考察实际上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就是（技术系统生命周期）

长期过程所呈现的形式，而不是触发这个过程的源头。”［14］ 695在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重要产业部

门发展史考察的基础上，罗斯托得出结论，基于新技术发展起来的主导部门的增长率曲线在开始

时会极大地超出整体工业生产指数的曲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降到整体工业生产指数曲线

之下。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观察主导部门的增长率，就可以得出生产力质变的依据。一旦新形成

部门的增长率超过传统部门，就意味着生产力可能开始进入质变阶段，当新形成部门的增长率与

整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增长率趋同，就意味着上一轮质变趋于衰减并开始孕育下一轮的质变。

对于第二个问题，佩雷斯认为，在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会出现一系列相互联动的部门。弗

里曼和佩雷斯后来进一步将其分为生产关键生产要素或关键投入的动力部门（Motive Branches）、

大量使用关键生产要素的支柱部门（Carrier Branches）和围绕着支柱部门和动力部门而展开的引

致部门（Induced Branches）。①其中，生产关键生产要素或关键投入的动力部门的产品价格的快

速下降，可以视为质变转折点的重要标识。关键投入必须具有三个特征——相对成本快速下降、

供应近乎无限和巨大的应用潜力，例如，铁、煤、石油、芯片等；它们的价格快速下降才能使蒸

汽机、内燃机、汽车和计算机等大量使用关键要素作为生产投入的支柱部门实现快速增长，进而

引发围绕着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而衍生出的引致部门的增长。

如图 1②所示，以电力对蒸汽动力的取代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转折点几乎同步出现

在 1920年左右。电力价格的普遍降低与电力取代蒸汽动力同步，而这迅速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

率。与弗里曼和佩雷斯不同的是，Conlisk［20］、Silverberg 和 Verspagen［21］、Metcalfe［22］的研究是

从微观主体的研发行为出发，关注的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对单个企业进而对整个经济系统发展的影

响过程。但这种从企业研发行为开始的研究集中在个体层面，存在产业层次的缺位。在梅特卡夫

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的基础上，Saviotti和 Pyka［23］引入了“种内”竞争和“种间”

竞争，进一步探讨了新部门创生所导致的系统性结构变迁。Saviotti［24］明确将质变定义为“在性

质上与现存实体相区别的新实体的出现或某些现存实体的消失”。Saviotti和 Pyka［23］认为，经济

发展的量变表现为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质变需要通过种类也就是部门数量的累积增长来实

现。从这一意义上说，Saviotti 和 Pyka 与弗里曼、佩雷斯以及罗斯托等所表达的含义并无差异。

① 弗里曼和佩雷斯认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入或一组投入”，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
源或工业制成品。“关键生产要素”需满足三个条件，即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在很长时期内有无限供应能力、
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18］。

② 笔者根据相关文献［1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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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的是，通过重新界定部门的含义，Saviotti和 Pyka进一步讨论了质变发生程度和质变可能

的“痛苦度”。Saviotti［24］认为，可以从产品的服务特征空间，即消费者的效用感受来区分部门

（种类）。经济多样性既体现在产品群的大小和内部差异程度上，也体现在产品群的多少和产品群

的相邻程度上。按照复杂性涌现的思维，多样性个体之间的互动是新奇创生 （Novelty Emer⁃
gency）的基础。因此，产品群的多少、产品群的大小就成为判断质变发生的主要依据。一个部

门内部产品群的集合，则定义了该部门的创造性程度，内部产品群越大，意味着技术外溢性越

强、产品复杂程度越高和产业链越长。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经济结构复杂、部门具有多样性

且内部产品群集合多，不仅意味着质变程度高，而且意味着进一步发生质变的潜在概率大。

质变的发生不仅体现在是否有新部门出现，而且新部门与传统部门服务特征的接近程度还决

定了创造性破坏程度的大小。这是 Saviotti和 Pyka对质变理解的重要贡献。因为用不同的技术、

材料去生产“服务特征”相近的使用价值，会与原来生产这种使用价值的部门产生“种内”的竞

争关系，例如，内燃机车对蒸汽机车。如果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就只会与其他部门形

成“种间”的竞争关系。“种内”竞争会比“种间”竞争产生更大的破坏效应。产品群的空间距

离越远，竞争关系也就越弱，破坏效应也越弱。不难理解，在“种内”竞争中，需要用大量的次

级创新去替代原有的技术体系，需要克服用户依赖、沉淀成本和组织再造成本，因而需要的时间

也更长。例如，两次工业动力能源的替代，1869—1900年，制造业逐渐减少了水能和水力涡轮

机的使用，同时，增加了蒸汽发动机和蒸汽涡轮机的使用；20世纪初，蒸汽动力机开始让位于

电力，历时也接近半个世纪。

无论是主导产业或新部门乃至新实体，在技术指向上都过于含糊。要进一步考量新产生的主

导部门的规模、结构和增速的因素，本文还需要对导致新部门创生和裂变的不同技术进行分析。

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激进技术（Radical Technologies）是长期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

对于这一点，库兹涅茨、熊彼特、弗里曼、佩雷斯和莫基尔都有高度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一

图1　电力对蒸汽动力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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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激进技术或激进技术群的连续性发展，是生产率长期增长及长期波动的根源［25］。库兹涅茨将

激进技术的出现，称为基本技术条件的革命性变化。激进技术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它重组生产要

素、生产过程进而实现创新的潜力上。在新熊彼特学派和经济史的研究中，激进技术或激进技术

集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按 S曲线演变。起初缓慢出现，然后迅速增长，最终在成熟阶段再次缓

慢发展。激进技术初期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初期的激进技术并不完善，而且多个技术的竞争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成本高，而且需求低。但在激进技术的优势地位确立后，跟随式投资和

渐进创新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就会引发更多的增量创新从而推动生产率加速提升。随着市场趋

于饱和和创新投资的报酬递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激进创新引发的创新浪潮就会放缓，在现有

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创造新市场的速度也随之减慢。

激进技术对新部门创生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自Harberger［26］

提出蘑菇型（Mushroom）增长，即经济增长并不是在一个经济体内的所有部门均匀分布，而是

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在数量有限的部门的假说之后，大量研究都支持了这一假说。研究表明，

1920—2000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总专利流量的关系并不显著，总发

明或技术专利的数量对生产率几乎没有影响。只有具有最高价值的新颖性或根本性的技术专利重

组才会对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大量的增量发明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Bakker 等［27］则发现，

1899—1941年，美国制造业呈现明显的蘑菇型增长态势，电力、汽车、化学品和娱乐等少数行

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大。

在激进技术中，最为重要的是 Bresnahan 和 Trajtenberg［28］所定义的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简称“通用技术”）。通用技术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普遍适用

性（Pervasiveness）；二是动态演进性（Technological Dynamism）；三是创新互补性（Innovational 
Complementarities）。这意味着，通用技术不仅会被大量特定部门使用，而且会在大范围、长期性

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逐步下降。由于使用通用技术的部门具有产品和生产过

程的独特性，通用技术在不同部门的扩散就会引发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其在适应通用技术的过

程中也使通用技术得到改进。需要指出的是，通用技术一定属于激进技术，但并非所有的激进技

术都能成为通用技术。激进技术仅仅只聚焦于重组新奇（Recombinant Novelty）的激进性，并不

一定形成大范围的通用性。

由于通用技术的技术效率具有动态演进特征，识别、预判通用技术也就相当困难。“它不能

被任何一个在某个时间点上被创新的人工制品识别，因为通用技术的知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展的，因为它自身的效率和应用范围在不断变化。”［29］就科学原理而言，许多技术都具备成为通

用技术的可能性，例如，氢能、纳米科技和生物工程技术等，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

性，不仅需要这些通用技术与大量的其他技术产生强交互关系，而且需要通用技术在这种强交互

过程中迅速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使之达到通用效能。正是因为通用技术的这种特征，在每一次

技术革命浪潮提供的经济质变机遇面前，培育和发掘通用技术并使之迅速扩散，就成为各国经济

竞争的关键所在。

尽管如此，要使一个在科学技术原理上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技术成为事实上的通用技

术，在经济上仍然有规律可循。即获得更多的技术系统相关性支持，形成技术转换的路径依赖，

从而使投资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通过网络效应形成正的外部性或规模报酬递增［30］。仍然以电

力为例，从 20世纪初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电力的价格下降到原来的 1%［31］ 51。电力价格的大

幅下降不仅带动了家用电器和办公室用电设备的发展，还带动了电解铝、电炉炼钢等工业部门的

发展。1970—1994年，美国电炉熔炼的粗钢占总产量的比重从 15. 3%上升到 39. 3%［32］。这也说

明，尽管通用技术极为重要，但其之所以能被通用，并不是单独一种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多个

技术部门，尤其是用户部门之间相互依赖并获得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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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逻辑：制度体系与积累模式

鉴于激进技术在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激进技术以及通用技术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

题一直备受关注。在库兹涅茨、熊彼特和莫基尔的研究中，激进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外生的，它们

的出现不依赖于经济变量，其因果关系是从激进技术到生产率增长，但从生产率增长到激进技术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库兹涅茨认为，革命性的创新是随机分布的，在熊彼特看来，根本性的创新

不仅以蜂聚的形式出现，而且根本上也是外生的，它们取决于非凡的个体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

利用外生的发明创造出新的组合。而莫基尔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历史分析也得出结论：“技术变革

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发生。它们的发生可能完全是随机的或者‘盲目的’”［33］。而在门施等看

来，激进技术是内生的，在萧条时期，以前的激进技术的利润机会耗尽、市场饱和，对现有产品

的需求很低。这就会逼迫企业采取高风险的策略，只投资于激进的创新。在这里，因果关系是从

经济变量（生产率的降低）到技术变量（激进技术的出现），即“萧条引致假说”。

相较之下，弗里曼和佩雷斯等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则较为折中。在他们看来，范式的技术

机会耗尽的确是解释范式转变的重要内生机制，但外生因素，特别是政府政策，也起着决定性作

用。在弗里曼看来，之所以经济质变过程中会有较长时间的调整，是因为革命性的通用技术所代

表的新兴技术—经济范式的能力与其所对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及既有的社会体制之间存在结构

性的不匹配。无论是怎样的激进技术变革，技术—经济范式与保障其运行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的

匹配始终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建立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必须发动

一场制度的创造性破坏［34］。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理解生产力的质变而言，单纯考虑激进或革命性技

术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技术并不等同于生产力。生产力是指物质生产

力、社会生产力，它是被人类发现和运用的各种能力的结果，也只能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所

实现的物质生产力量。生产力是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应该把生产力混同为生产要素具备

的能力，更不应该把生产力等同于劳动的生产力。发明与技术创新只意味着潜在的生产能力，它

们能否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由既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包容程度和适应性所决定的。沿袭马

克思的理论传统，法国调节学派、美国社会结构积累学派都相继提出了技术—制度的结合分析。

在法国调节学派看来，一次技术革命浪潮所对应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工业生产范式、积累体系

（Regim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调节模式 （Modes of Regulation） 和制度形式 （Institutional 
Forms）等概念进行解释，工业生产范式指向技术—分工结果，例如，泰勒主义、福特制、后福

特制等，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生产、收入分配和需求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由于市场具有内在的

不稳定性和危机倾向，积累体系本身并不能确保自己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

也就是积累的增长形态被危机所间断的过程。一个稳定的积累体系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

制来调节，这就是由一系列制度，例如，金融制度，劳资关系规章制度，竞争制度，国家的财

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规则等制度形式所达成的调节模式。简

言之，要在一种工业生产范式下保持积累体系的稳定发展，就需要通过制度形式加以调节。而在

美国社会结构积累学派看来，一次工业革命的启动至少要求少量关键核心制度的变革，“一小撮

新制度”可能就足以推动工业革命，但这个制度核心必须足以有效调节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冲

突和协调竞争，它可以在技术部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完成制度的创造性破坏，既能与来自过去

的社会结构积累制度兼容，又能够不断接纳并逐渐产生新的社会结构积累制度，最终形成一个相

互协调、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35］。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若想抓住历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

遇、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连续发动制度框架的系统变革，建立适应特定时代要求的社会生

产组织方式并适时完成其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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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说明的是，强调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生产关系乃至于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突出技术—

制度的协同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解释框架之间存

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

解，不能简单地将“决定”理解为“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也不能将“反作用”理解为次要的、

从属的地位。在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中，系统本身及其内部因素都是变化的，不同时段的因果关

系、作用机制也是变化的。这导致经济系统发生结构性变迁的最终原因，并不等同于经济系统演

化的初始动因，初始动因可以来自于制度变革，也可以来自于技术进步，但无论初始变化的原因

和现象是激进技术、突破性发明或者是制度变革，都不意味着“不可逆的质变”形成。只有在导

致系统发生结构变迁的最终力量全部呈现时，经济演化的不可逆性才会形成，从而使新的部门、

产业、技术乃至经济的结构性质得以确定。简言之，能动地释放生产关系的制度变革，并不意味

着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一种生产关系，无论是广义的所有制还是狭义的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

织方式，其变革能否不可逆地成为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不取决于主观臆想，而是取决于其与生产

力是否能形成稳定的、不可逆的适应性结构。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次生产力的质变才获得了

稳定性。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经历的六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或者说六次

技术革命浪潮，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六次大的、不可逆的、生产力的质的结构变迁。这种质的结

构变迁之所以不可逆，不仅在于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能围绕着关键投入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

部门形成部门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更为关键的是形成了与这些技术层面变革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

系，从而稳定地支持了一种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积累模式，使社会生产不仅在价值上，而且

在物质上可以不断进行再生产。

也正因如此，适宜性、创新性与前瞻性的制度变革能力就成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马耶夫斯基和程兴［12］认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迄今仍是世界文明

的神秘现象之一。尽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已在统计上得到证实，但人们不仅对于长波扩展区间的

问题仍不清楚，而且对长波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也不清楚。不过，大量后续研究表明，第一，长波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但在时间节点、波峰波谷的幅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O’hara［36］

认为，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级看，长波存在不对称的波动趋势，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

外围国家的波峰和波谷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外围国家，存在着规则短波和不规则短波的多重

叠加现象，这意味着其生产力发展更脆弱。第二，存在前长波时代和后长波时代，其节点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罗斯托［14］ 721认为，1792—1914 年，经济周期呈现规律的、连续性和普遍性的特

征，但是一战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了 5个“怪异到各不相同”的阶段，包括 20世纪 20年代的美

国低通胀的繁荣和西欧持续的高失业并存，20世纪 30年代世界贸易和金融结构崩塌所带来的大

失业，二战之后的黄金 30年，1973—1982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 1983—1988年美国、欧洲、

亚太地区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这五个阶段所呈现的情形，既不同于一战之

前的长波，每个波段的情形也各不相同。对于前长波时代和后长波时代的差异，罗斯托给出了两

个解释：一是 1914年之前世界经济运行的连接机制，例如，国际贸易、银行系统的相对开放以

及金本位制遭到了破坏；二是凯恩斯革命之后，政府开始积极干预经济运行。在罗斯托看来，后

者是影响深远的分水岭。

无论是长波的地区差异性，还是时间差异性，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质

变过程深受创新、科学、金融和分配政策等多种制度的影响，长波的背后是不同的国家力量和国

家能力。毋庸置疑，要加速生产力的质变进程，培育新技术、新部门的政策至关重要。这就需要

政府发挥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政府”的才能。事实上，政府引导甚至直接作为主体参与技术创

新，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偷窃”欧洲大陆的熟练技工时就开始了，二战末期美国的回形针计

划、原子弹工程也同样如此。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扶持冠军企业的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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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从美国构建的以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与大

学、私营公司之间的创新体系，到日本、韩国推行的以通产省、企划厅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产业

政策，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支持本国的优质产业，产业政策对战后 30年经

济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20世纪 8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产业政策被

批评为扭曲市场、支持寻租、信息缺失和低效率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量

使用“普适性的横向政策”［31］ 73-75，例如，投资知识经济，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竞争政策、

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创新提供融资等。但正如Karo和Kattel［37］

指出，普适性的、去背景化的政策结果就是“政策趋同，绩效趋异”。

这意味着，尽管要加速生产力的质变进程，技术创新导向的政策至关重要，但仅有技术创新

的政策远远不够。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影响，无论是对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巨大

的战略性技术研发，还是在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化过程中，都需要巨大而长期的投入

成本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协同，这些都需要政府提供适宜的公共品以克服市场供给不足的弊端。但

仅仅如此，仍然忽视了生产力质变的系统性，即尽管普适性的横向政策无所不包，但政策方向和

政策重点却必须因本国的原有产业基础、禀赋特征和社会能力有所调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原因。第一，在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机遇面前，各国形

成新质生产力事实上处于较为平等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即新技术均未成熟或大量知识尚处于

科研机构和实验室阶段。不仅技术和产业的方向选择是否符合本国的禀赋特征、技术能力基础至

关重要，而且能否率先启动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形成技术体系

的路径依赖也极为关键。这并非普适性的横向政策所能涵盖的，而是需要通过主动建构市场、创

造示范效应才能达成，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各国面临着氢能、电能、油电混合等多种技术

方向选择，只有率先形成技术突破获得市场先机的国家，才有可能通过技术的网络效应锁定创新

路径。第二，不同时代的生产力质变，在关键要素、关键技术上具有特定性，这就需要相应的政

策调整有所侧重，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需要释放原有依附于土地的农业劳动力，劳动力

流动、培训制度就成为制度重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需要形成大规模消费才能与大规模生产

的石化、电力体系相适应，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就成为制度重点；在当前的数字技术革命中，数

据要素中从潜在资源到可用对象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土地、石油那样具有明确的排他性，这就需要

在确权、使用过程中将政策重点从占有转换为可用和共享。第三，由于各国原有政策的路径依赖

以及传统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在促进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政策着力点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这同

样也不可能是普适性的。阿吉翁等［31］ 73-75认为，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有迟滞或者

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于僵化的经济结构或者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20世纪 80年代早期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瑞典和日本两国在生产率年均增速上出现了较大的反

差，主要是因为日本未能对自己的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的统治地位进行调整，而同一时期法国

与美国在创新型企业成长上的差异，也应归因于法国缺乏培育创新企业的融资渠道，以及劳动领

域的不合理规制。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在技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观念、价值取向这种非

正式制度的变革也同样重要。作为正式制度运行的支持环境，非正式制度在引导和促进生产力质

变方面的作用绝不亚于各种政府政策。在凡勃伦、福斯特、图尔和布什等美国制度主义者以及激

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制度和技术的包容或者冲突构成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要

释放技术革新的潜能，就需要在观念、现存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上容许创造性破坏的发生。福斯

特用制度可行、技术可行、制度不可行、技术不可行所组成的矩阵准确地表达了创造性破坏被观

念和价值取向所抑制的情形。布什则进一步区分了价值体系中的工具价值和仪式价值，并用仪式

支配、仪式支配指数、仪式锁定和制度空间等概念更详细地刻画了技术变迁和制度之间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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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现象［38］。清朝末期社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观、铁路建设时期的风水观等，

都是观念落后导致技术闭锁的体现。正如莫克尔指出的那样，“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

们相信什么，其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39］ 1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革命的先行

者，不仅在于它孕育了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以霍布森、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改变了

当时的社会观念。从生产力的质变进程看，一种新的生产力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乃至于生活方

式的影响是深远而漫长的。

四、质变有何不同？

（一）漫长的创造性破坏——生产力质变的相似性

如果通用技术及其所对应的相关部门具有历史特定性，那么由通用技术及其所对应的相关部

门增长所驱动的生产力质变过程，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呢？本文认为，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生

产力的质变过程具有一致性：一是质变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短时间的突

变，质变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也蕴含了新旧产业渗透、融合的可能性；二是在漫长的创造性破坏过

程中，新技术系统所驱动的新部门增长，并不意味着同步对应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复杂的波动

过程。

由于熊彼特表达过，经济发展不是一个以不变速度创造经济进步的稳态过程而是跳跃式地向

前发展［8］ 255，并断言“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叠加，也绝不能从而获得一条

铁路”［8］ 74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8］ 76之类的观点，因而生产力的质变

普遍被视为一个跳跃式的过程，充斥着被破坏的痛苦。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主

张“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

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16］ 155罗森

博格曾言，“熊彼特的观点令经济学家习惯于认为，技术变迁就是包含有重大突破的技术变革，

与以往的技术有着巨大的不连续或者断裂……但实际上，技术变迁（甚至更为重要的）另一面

是，它还是一个由熟练员工无数次较小的调整、修改、适用组成的连续流，并且在一个应用了机

器技术的经济体中，一项技术的生命力会极大地体现在这项技术是否做出这些调整适应。”［14］ 688

和熊彼特一样，在 1930年出版的《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中，库兹涅茨在刻画出了平均

长度为二十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的同时还指出，技术创新常常能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并且生产出全

新的产品。如果要得到整体经济的高增长率，成熟产业日益下降的增长率必须由与新技术相关的

产业更高的增长率来补偿。在罗斯托看来，库兹涅茨大大低估了成熟产业采纳新技术的重要意

义，因为成熟产业同样能够采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并且促进这些产业中出现新的产品。通

过对合成材料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子产业等若干部门的历史考察，罗斯托指出，新技术在新旧部

门间的流动是 20世纪美国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罗斯托的这一批评同时也说明，弗里

曼和佩雷斯等对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的划分，也遗漏了生产力质变过程中旧部门的

升级。

熊彼特和库兹涅茨的观察，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早期产业为对象的。这一时期，

不仅突破性技术有限，而且突破性技术尚未充分展开。从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看，熊彼特正

确地指出了“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但这一过程却未必是突变和跳跃

的。经济史和技术史的研究都表明，即使是激进技术所推动的创造性破坏，也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1870—1910年的四十年间，铁路成本下降绝大部分是由货车和机车设计方面的渐进改良带

来的。这种渐进改良使铁路机车的有效功率增加了一倍，货车的容量增加了三倍。蒸汽机在

1830年之前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很小，直到瓦特改良蒸汽机一百多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

的贡献才开始明显地体现出来。从纽卡门到瓦特，再到柯林斯，蒸汽机从矿井抽水发展到从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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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运输，直到成为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历时超过百年，其中，大部分改进是渐进积累

的［39］ 1。1899年，电力在工业动力中的占比仅为 4. 8%，55年之后才达到 84. 7%。这不仅是因为

电力调配、传输技术需要完善，而且工业的动力切换需要较高的组织重构成本和经济成本［32］ 628。
这些技术的发展和扩散过程，不仅像Delong总结的那样，“来自用户的反馈以及机器和组织的小

改动是科技史学家讲述的生产率增长故事的核心”［13］，而且也表明，各种技术的渗透和组合也需

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多数技术在面世之后都需要微调，以适应当地环境和要求，并且和劳资

双方的能力相匹配。通常只有在互补技术得到完善之后，一个技术才可能实现盈利。”［39］ 94由于

创造性破坏的渐进性，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市场上最早出

现蒸汽机是在 1712年，但到 1830年英国的人均GDP增长才开始加速，尽管爱迪生在 1879年就已

经发明了电灯，但过了五十多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才开始出现加速［32］ 626。
Scherrer［40］认为，突变具有四个含义：相关性、破坏性、意外性和对变化的认识。前两者是

技术指标，后两者是社会指标。相关性是新技术的波及范围，破坏性是强度，意外性和对变化的

认识则因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在主体感受上有所差异。从这四个标准看，每一次生产力质变是否

堪称突变，以及突变的程度，都会因技术的影响范围、破坏程度、感知过程和预判性而不同。突

变并不是生产力质变的普遍特征，它不仅因技术本身的性质而异，而且存在国别、地区、城市和

微观主体的差异性，对于创新中心而言，突变并不那么突然和强烈。

无论感知过程和预判性如何，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迁的过程中，真正明显且更强烈的破坏

性，总是体现在 Saviotti的新技术部门的内部竞争上。因为新技术部门大量涌现的初期，首先伴

随着大量金融资本的狂热投资，继而产生极为激烈的内部竞争。佩雷斯强调，导入期的繁荣往往

是一种镀金时代，新技术的市场前景引来了更多动物精神驱动的投资，但新技术的成熟却需要一

系列互补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佩雷斯认为，导入期结束之后必然会有一个伴随着泡沫破灭

的重组期，大量企业会在重组期被淘汰，但留下的基础设施、产业和人才会在拓展期的黄金时代

中发挥作用。20世纪 90年代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亦是电子商务和平台企业发展初期，在此期

间，新部门从萌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产业集中度的逐步下降。

在漫长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破坏性效应是结构性失业。特别是在长期衰退期

间，随着新技术系统的引入和旧系统吸纳就业能力的衰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就业者还是即将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都会面临调整压力。这一阶段，也被卢桑称为“适应性结构性危机和高

水平的结构性失业”并存的时期。历史上，19世纪 30年代和 19世纪 40年代的英国，19世 80年

代的大多数工业化国家，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美国的煤炭、铁路和造船业等行业，20世纪 80
年代和 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石油工业、合成材料工业和钢铁工业都发生过严重的

结构性失业。尽管存在这种调整的痛苦，但“新技术带来的扩张性推动力可能如此巨大，以至于

为总体工业生产和国内总产值提供了向上的推动力。”［41］

（二）差异化的内容与绩效——生产力质变的差异性

按照生产原则的不同，格里宁和科罗塔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狩猎采集、手工农业、贸易

工业和科学控制论四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康德拉季耶夫意义上的规律性长波在贸易工业中期阶段

开始呈现出 40—60年的时长节奏，但格里宁和科罗塔认为，随着技术体系的复杂化，在生产原

则进入科学控制论时代之后，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累积，质变的进程明显加快。生产力的质变

速度将会大大加快。与一般的长波刻画不同的是，格里宁和科罗塔的划分是按照生产原则的阶段

性变化来进行的，18世纪中期之后的阶段划分与多个版本的长波划分存在不吻合的情况。区分

贸易工业和科学控制论阶段的关键差别在于，贸易工业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到

1955年的石油时代高峰期的变化，主要是能源体系的变化，无论是机器还是工业部门，都是尽

可能“替代人手”，但进入科学控制论时代之后，革命性的变化主要就集中于通过信息技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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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脑力支出［42］。文明史的技术进步与间隔时段如表2所示。

格里宁和科罗塔的“质变加速”假说有其理论依据。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是将

最少人类不可直接使用的能量转化为最多人类可用能量的过程，而信息则可视为组织和调动能量

的法则［43］。作为组织和调动能量的法则，信息要获得规模化、经济化的使用，就需要标准化格

式、规模化存储和智能化运算，形成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无所不在的规则性指令。因此，在

贸易工业时代的能源集合接近极限的前提下，通过高效低廉的信息去实现提升能源的投入—产出

效率，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过程”的效率提升和范围扩展，无疑是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由于信息生产具有典型的初始固定

成本高但边际成本递减、初始收益较低但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在人类进入科学控制论时代之

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相较贸易工业时代无疑更为迅

速。此外，按照艾尔斯的“工具组合观”，技术进步是一个工具结合的过程，是已有的工具、材

料等发明物的结合。在历经数次技术革命浪潮之后，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工具和材料

会带来更多的组合可能性，这也会大大加快生产力质变的速度。

由于不同时段的生产力质变的技术动力来自于不同数量、不同影响范围的激进技术群，因而

无论是通过新部门的数量还是主导部门的增速去考察，历史上的生产力质变都只具有有限的参考

意义，而很难作为当代生产力在特定国家、特定条件下的质变判断依据。在工业革命初期，使用

机器进行生产的部门数量很有限，单纯用蒸汽机的产销量就可以确定从量到质的演变过程。但在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内燃机、石油化工和电力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催生了

许多新的产业部门，而且部门相互之间的协同、对传统部门的改造过程也不断深化，生产力质变

的过程不仅更长，范围也更广。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初，更是呈现出了“我们到处都看得见

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却看不见计算机（Computers Everywhere 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的索洛悖论［44］。而对索洛悖论的各种解释，例如，学习成本论［45］、部门协同论［46］

和服务业特殊论［47］等，也恰好说明，随着分工细化和产业体系的复杂化，通用技术不仅数量更

多，新技术系统的结构也更为复杂，技术的扩散和新部门的形成、协同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表2　文明史的技术进步与间隔时段

人类社会

发展阶段

狩猎采集

时代

持续时间

手工农业

时代

持续时间

贸易工业

时代

持续时间

科学控制论

时代

持续时间

第一阶段

BC38000—
BC28000

10
BC8000—

BC5300
2. 700

AD1430—
AD1600
0. 170

AD1955—
AD1995/

2000
0. 040—

0. 045

第二阶段

BC28000—
BC20000

8
BC5300—

BC3000
2. 300

AD1600—
AD1730
0. 130

AD1995—
AD2030/

2040
0. 035—

0. 040

第三阶段

BC20000—
BC15000

5
BC3000—

BC1500
1. 500

AD1730—
AD1830
0. 100

AD2030/
2040—

AD2055/
2070

0. 025—
0. 030

第四阶段

BC15000—
BC12000

3
BC1500—

BC200
1. 300

AD1830—
AD1890
0. 060

AD2055/
2070—

AD2070/
2090

0. 015—
0. 020

第五阶段

BC12000—
BC9500
2. 500

BC200—
AD800

1
AD1890—

AD1929
0. 040

AD2070/
2090—

AD2080/
2105

0. 010—
0. 015

第六阶段

BC9500—
BC8000
1. 500

AD800—
AD1430
0. 600

AD1929—
AD1955
0. 025

AD2080/
2105—

AD2090/
2115

0. 010

总持续时间

BC38000—
BC8000

30
BC8000—
AD1430
9. 400

AD1435—
AD1955
0. 525

AD1955—
AD2090/

2115
0. 136—

0. 160
注：BC表示公元前，AD表示公元后。持续时间单位为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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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累积进化的内在逻辑意味着，随着技术的不断累积，不仅激进技术具有历史特定性，而

且激进技术中通用技术的扩散和展开过程也因其通用对象的变化存在巨大差异。1890—2018年，

美国劳动生产率（LP）的增速随着不同的激进技术累积进化有着相当大的波动，其在 20世纪 80
年代进入加速期，在1998年达到高峰，这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

开始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70年代扩张的大浪潮，则与电力、内燃机和化学等领域的创新有关。20
世纪 7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则明显低于战后的黄金三十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劳动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放缓。从更长的时间段看，1970年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一直

低于1891年以来的任何其他时期［25］。
不同时代新技术系统所造就的可渗透部门的差异性，造成了生产率变化幅度和时长的不同。

Crafts［48］在解释索洛悖论时，对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对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测

度。结果表明，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单独就蒸汽机和电力的资本贡献度、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

乃至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和对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率都并不大，但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力，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持续时间都很长。与之相反，ICT的贡献度并不低于蒸汽机和电力，但蒸汽机

和电力的低贡献度却明显伴随着该时期的高增长率，ICT 的高贡献度却伴随着同时期的低增长

率。Crafts的研究在说明了通用技术“生产率时滞”现象普遍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通用技术的

扩散因技术本身的特性而存在差异。作为数据仅止于 2000年的研究，Crafts显然无法看到 ICT在

之后二十余年时间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2000年以前，ICT的高贡献度之所以伴随着同时期经

济的低增长率，只是说明 ICT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其自身从粗糙到复杂的进程尚未完成，不仅

ICT部门本身，而且其向传统部门的渗透还有待时日，这在之后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

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看，不同的通用技术所对应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率增速存在明显差异。美国 1891—2000年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

如表3所示［25］。

这种差别意味着，不仅生产力的质变驱动是由少数部门推进的，而且不同时代的不同部门在

推动生产力增长方面也具有差异性，这是三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系统贡献程度和时长不同的重要

原因。随着通用技术越来越多，新技术系统越来越大的时候，单独就一个通用技术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而言，两者的相关性也就越来越小。在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一组通用技术与新技术系统

的连续变迁和交互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哈柏格的蘑菇型增长。随着经济体系的复杂

化，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往往并非一个通用技术驱动，而是多个通用技术叠加、协同的共同作用，

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就在生产力的量上呈现出复杂的波动。Bekar等［29］认为，通用技术可能会也

可能不会引起生产率或 GDP 的增长，“但它们确实使未来的生产率和 GDP 高于没有它们时的水

平，从而避免了由资本报酬递减引起的经典静态的出现。”这也就是说，生产力的质变过程不仅

伴随着漫长的波动，而且作为质变动力的技术变迁与生产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速的波动幅度和持

续时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表3　美国1891—2000年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                      单位：%
时间段

1891—2012年

1891—1929年

1930—1969年

1970—2012年

1970—2000年

全要素生产率

1. 68
1. 45
2. 74
0. 89
0. 99

劳动生产率增速

2. 26
2. 14
3. 23
1. 48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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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考察一个通用技术的产出变化是不全面的，不同通用技术也存在巨大区别。这意味着，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都不能通过宏观经济效应作出判断，即无论是从生产率增长还是从整体

产出增长的角度均难以定义一个技术是否属于通用技术。Helpman 和 Trajtenberg［49］把通用技术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播种和收获两个阶段，在播种阶段，整体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下

降，只有在收获阶段才真正开始增长。Lipsey 等［50］则进一步将通用技术的变迁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通用技术的引入和培育阶段，重点在于重造结构和流程；第三阶段，通用

技术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这也是新技术在生产率提升和投资方面产生

最大收益的时候；但到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则逐步衰减，并在第五阶段被新的通用技术所替代。

不过，Brynjolfsson等［51］对信息时代通用技术的研究表明，通用技术的生产率变化并不遵守

S型曲线，而是遵守 J型曲线。信息时代以来，软件和计算机硬件的生产率 J型曲线效应尤为显著

且持续存在。这意味着，信息时代通用技术的生产率曲线在一开始并不是缓慢增长，而是有可能

先下降再上升然后趋于平缓。其原因在于，大量通用技术在初始阶段需要大量的无形资本如人力

资本、研发等投入的积累，但这种投入的产出在技术的早期阶段往往无法被观察和测度。这就会

导致通用技术的生产率曲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然后稳定的 J型曲线。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的

变革性越强，需要投入的学习成本、组织重构成本和研发成本也就越高，其生产率效应就越有可

能在初期被低估，J型曲线也就越明显。

有理由认为，随着工业革命向智能化发展，当改变组合的重大创新不仅是机器设备，而是信

息指令时，就会需要投入更多的学习成本和转型成本，越来越多的技术曲线会从传统的 S型曲线

向着 J型曲线转换。多个新技术的 J型曲线的非同步叠加，将使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过程更

为延缓，但可渗透的传统部门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累积，也意味着这种增长的动力更为持久。因

为随着技术系统的日渐复杂化，技术自增强涉及的子系统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技术扩散所历

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潜在的重组越深远，技术的最初发明与其对经济和社会

的全面影响之间的时滞就越长”［52］。

五、结 语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实现 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的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也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立足创新［53］，抓住当前涌现的新技术、新工具、新

部门、新行业，盯住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关键指标至关重要。总体而言，激进技术尤其是通用技术

的突破、成熟和扩散是生产力质变的技术动力，但这并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更非一个仅仅局

限于创生新部门的过程。新部门的快速发展、新旧部门的协同、渗透，对于释放技术的增长潜能

至关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聚焦于关键领域的创新，更要关注大量传统产业的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空间。由于技术潜能的释放同时取决于一系列领域的制度匹配与调节，新质

生产力的型构同样需要在生产关系乃至思想观念上进行适应性和前瞻性的变革，通过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引导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具体政

策落实上，尤其需要结合国家、地区、时段的特定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引导和促进

新质生产力在第二种机会窗口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一系列产业的耦合发展，形成牢固的技术

生态，以巩固市场地位，提升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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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爆发期，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演进的速度大

大加快，各国围绕着技术高点的竞争也极为激烈。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在第一次和第

二次工业革命中属于跟随者和模仿者。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的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处在由大转强的关键时刻，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领域，中国

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加速新质生产力从局部形成到整体的扩散

和提升，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长远而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道格拉斯·诺斯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邢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6.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5］ 曼德尔·默顿·鲍勃 .技术与生产方式［C］//张一兵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 3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18-239.
［6］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杨春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2.
［7］ PAUL M S.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94.
［8］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 VERHOEVEN D， BAKKER J， VEUGELERS R.Measuring technological novelty with patent⁃based indicators［J］.

Research policy，2016，45（3）：707-723.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林岗，张宇 .生产力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3（9）：5-10.
［12］ B·马耶夫斯基，程兴 .论长波的性质［J］.世界经济译丛，1993（4）：15-18.
［13］ DELONG J B.Productivity and machinery investment： a long run look 1870-1980［R］. NBER Working Paper No. 

3903，1991.
［14］ 罗斯托 .经济增长理论史［M］.陈春良，茹玉骢，王长刚，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0.
［16］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 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 .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M］.沈宏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7：145-146.
［18］ C.弗里曼，C.佩雷斯 .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C］//G.多西 .技术进步与经

济理论 .钟学义，沈利生，陈平，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58-74.
［19］ WARREN D， DEVINE J. From shafts to wir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electrific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3，43（2）：347-372.
［20］ CONLISK J. An aggregate modle of technical chang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9，104（4）：787-821.
［21］ SILVERBERG G， VERSPAGEN B. Collective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a boundedly rationa， 

evolutionary world［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1994，4（3）：207-226.
［22］ METCALFE J S. Evolutionary approaches to population thinking and the problem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C］//

KURT 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
［23］ SAVIOTTI P P， PYKA A. Economic development， variety and employment［R］.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2003.
［24］ SAVIOTTI P P. Considerations about a production system with qualitative change： a comparison of a replicator          
             dynamics approach and an input⁃output approach［R］. The 1999 DRUID Summer Conference，1999.
［25］ MARIANNA E， MAGALI J G， ANNE P. Radical technologies， recombinant novelt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liometric approach［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22（32）： 673-711.
［26］ HARBERGER A C. A vis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1）：1-32.

19



杨虎涛，方敏 .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

［27］ BAKKER G， CRAFTS N， WOLTIER P. A vis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 in a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1899-1941［R］. Affiliation： LSE Working Paper Series Version，2015.

［28］ BRESNAHAN T F， TRAJTENBERG M.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 No.4148，1992.

［29］ BEKAR C， CARLAW K， LIPSEY R.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in theory， application and controversy： a 
review［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8，28（5）：1005-1033.

［30］ DAVID P.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2）：332-337.
［31］ 菲利普·阿吉翁，赛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内尔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M］.余江，赵建航，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32］ 斯坦利·L·恩格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蔡挺，张林，李雅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3］ 乔尔·莫基尔 .富裕的杠杆［M］.陈小白，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08.
［34］ 卡萝塔·佩雷斯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田方萌，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4-165.
［35］ 大卫·科茨，张开，等 .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评论与再解释［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2）：188-215.
［36］ O’HARA P A. Short⁃， long⁃， and secular⁃wave growth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2， 41（1）：3-46.
［37］ KARO E， KATTEL R. The copying paradox： why converging policies but diverging capacities for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an innovation syste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es，2010，2（2）：

167-206.
［38］ ROSENBERG N， TRAJTENBERG M.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at work：the corliss steam engin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US［R］. NBER Working Paper No. 848，2001.
［39］ 乔尔·莫克尔 .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M］.曾鑫，熊跃根，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40］ SCHERRER W. Industry 4.0 as a “sudden change”： the relevance of long wav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regional level［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21，29（9）：1723-1737.
［41］ LOUCA F. As time went by⁃long waves in the light of evolv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s［R］. SPRU Working Paper 

Series，2019.
［42］ GRININ L， TAUSCH A， KOROTAYEV A. Economic cycles， crises， and the global periphery［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148.
［43］ 吴军 .全球科技通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72.
［44］ SOLOW R M.We’d better watch out［J］.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7，12（1）：36.
［45］ JACOBS B， NAHUIS R.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explains the Solow paradox and wage inequality［J］.

Economics letters，2002，74（2）：243-250.
［46］ DAVID P A.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80（2）：355-361.
［47］ GULLICKSON W， HARPER M J. Possible measurement bias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J］.Monthly labor 

review，1999，122（2）：47-67.
［48］ CRAFTS N. The 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3142， 2002.
［49］ HELPMAN E， TRAJTENBERG M. A time to sow and a time to reap： growth based on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4854，1994.
［50］ LIPSEY R， CARLAW K， BAKAR 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6，59（4）：881-882.
［51］ BRYNJOLFSSON E， ROCK D， SYVERSON C. The productivity J⁃curve： how intangibles complemen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48，2018.
［52］ TRIPLETT J E. Economic statistics，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 Business economics， 

1999，34（2）：13-17.
［53］    周文，何雨晴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4（4）：3-15.
20



2024年第8期（总第489期）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8.001
［引用格式］杨虎涛，方敏 . 生产力的质变：表征、动力与过程［J］. 财经问题研究，2024（8）：3-21.

Qualitative Change in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ation, Dynamics, and Process

YANG Hu-tao1，2, FANG Min3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ummary：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process of 
expanding and reconfiguring the scope and combination of workers, labor resources, and labor objects. However, key issues 
such as indicators and driving factors for judging the beginning stage, the acceleration of quantitative change, and the stage 
of qualitative change need in⁃depth studies.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radical technology, especially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is the key factor driving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system composed of radical technology and its 
corresponding new sector creation and growth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particular, the rapid reduction in the cost of key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ir widespread use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proces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factor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radical technolog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and 
sustainable accumulation pattern. As a creative and destructive co⁃existing process,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abrupt, but gradual and fluctuating.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qualitative change in productive forces varies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due to the marked differences in the technological nature of different radical technolog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new technological systems.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dustrial sectors, the process of 
qualitative change in productive force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superposition and synergy of multiple radical 
technologies or even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 which makes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qualitative 
change even more complex. 

Compared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key representations,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qualitative change in productive forces;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value, this paper provides a 
structural map for further refinement of the stud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helps to promote research on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 terms of policy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paper 
helps to identify the industry,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grasp the trend.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creative destruction；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labor mode；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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